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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271695]如何保障农村垃圾处理行稳致远
——基于全国139个村庄2022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报告摘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


【报告要点】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其中农村垃圾治理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2020年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收官之年，当前农村垃圾处理取得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农户垃圾处理多样化，部分垃圾能实现回收利用；村庄垃圾处理集中化，垃圾实现集中收运；环保制度建设规范化，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但在推进垃圾分类中仍存在短板：其一，宣传动员乏力，群众分类意识薄弱；其二，基础设施匮乏，垃圾分类普及有限；其三，整治氛围不浓，群众参与动力不足。鉴于此，调研组建议：首先，重视群众思想引导，树立科学分类观念；其次，优化政策配套体系，推进分类有效执行；再次，丰富村庄组织活动，确保农民有序参与；最后，明确垃圾管理权责，保障分类发挥长效。

2019年6月习近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中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垃圾分类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高度契合，是高质量打赢农村环境攻坚战的应有之义。基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于2020年1月依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调研平台，对全国139个村庄2022个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村庄垃圾处理集中化，部分垃圾能实现回收利用，同时环保制度建设更加规范，农民参与垃圾处理积极性提升。但在环境治理收官之际，农村垃圾分类处理仍存在短板：其一，宣传动员乏力，群众分类意识薄弱；其二，基础设施匮乏，垃圾分类普及有限；其三，整治氛围不浓，群众参与动力不足。鉴于此，调研组建议：首先，重视群众思想引导，树立科学分类观念；其次，优化政策配套体系，推进分类有效执行；再次，丰富村庄组织活动，确保农民有序参与；最后，明确垃圾管理权责，保障分类发挥长效，让农村垃圾分类“行稳致远。
[bookmark: _Toc50547775][bookmark: _Toc50549247][bookmark: _Toc56271696]一、农村垃圾处理现实情况
[bookmark: _Toc50549248][bookmark: _Toc50547776][bookmark: _Toc56271697]（一）农户垃圾处理多样化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生活中的垃圾日益增加，农村垃圾面积广且较为分散，农民在垃圾处理上形式各异。从农户对家庭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方式情况，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超九成农户表示会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占比为90.32%，可见，分散的垃圾一定程度上得以集中处理；从农户家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方式看，超半数的农户“没有进行畜禽养殖”，畜禽垃圾大大减少，其中有27.11%的农民将畜禽废弃物用于农田施肥，实现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在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选择“焚烧后就地还田”的占比最高，为37.98%，另有15%农户选择作为生活燃料。综上所述，农村对生活或生产垃圾处理形式多样，部分废弃物在生产和生活中实现回收再利用。
[bookmark: _Toc50547777][bookmark: _Toc50549249][bookmark: _Toc56271698]（二）村庄垃圾处理集中化
垃圾集中统一处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经之路。考察村庄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在138个有效样本中，超八成村庄采用集中收集转运方式处理，占比为86.23%，有10.15%的村庄选择焚烧或填埋方式，另有3.62%的村庄引进技术回收利用方式，不足一成。可以看出集中收集转运是村庄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而垃圾回收利用有待提升。进一步考察村庄是否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的情况，在139个有效样本中，有127个村庄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占比高达91.37%，可见超九成的村庄已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综上可知，大部分村庄垃圾实现集中统一处理。
[bookmark: _Toc50547778][bookmark: _Toc50549250][bookmark: _Toc56271699]（三）环保制度建设规范化
村规民约是农民重要的行为规范，考察村庄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情况，在139个有效村庄样本中，109个村庄已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占比78.42%，可见近八成村庄已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进一步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垃圾处理的影响。在137个有效样本中，已经建立环境保护村规民约的村庄，农民表现“非常积极”和“比较积极”的占比分别是22.43%和57.94%，合计占比为80.37%，而未建立环境保护村规民约的村庄，此两项的合计占比为40%，比前者低40.3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建立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参与垃圾处理的积极性。综上可知，当前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日益完善，且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bookmark: _Toc50549251][bookmark: _Toc50547779][bookmark: _Toc56271700]二、垃圾分类持续推行中的阻碍
[bookmark: _Toc56271701][bookmark: _Toc50549252][bookmark: _Toc50547780]（一）宣传动员乏力，群众分类意识薄弱 
受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农民对生产和生活环境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知，进行垃圾分类也需要对农民进行思想上“革命”。从村庄角度考察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情况，在137个有效样本中，36.69%的村庄没有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可见，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未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从农户角度具体分析村庄或者政府对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动员情况，在2019个有效样本中，44.18%的农民表示村庄或者政府没有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另有26.55%的农民表示对此“不清楚”，两者合计占比为70.73%，可见，超七成的农民未能接受村庄或政府关于垃圾分类的动员。综上所述，村庄层面宣传动员不足，农户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有待提升。
[bookmark: _Toc56271702][bookmark: _Toc50547781][bookmark: _Toc50549253]（二）基础设施匮乏，垃圾分类普及有限
从村庄基础设施配套看，在139个有效样本中，58.99%的村庄表示没有垃圾分类设施，可见近六成的村庄没有垃圾分类设施。从不同地区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村庄有垃圾分类设施的占比为48.15%，比西部地区高10.94个百分点。因政策资源以及分布的差异性，各村在分类设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在考察乡村振兴试点村在基础设施中的占比情况，其中纳入省级、县市级示范村占比分别为50%、66.67%，比没有纳入示范点的村庄分别高14.52和31.19个百分点，综上可知，纳入的乡村示范点的村庄垃圾分类设施覆盖面更广。
垃圾分类社会上覆盖程度直接影响农村垃圾分类推行，从农户层面看垃圾分类的普及情况看，在2018个有效样本中，76.41%的农民表示没有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仅有23.59%位农户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可见，超七成的农民未对家中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垃圾分类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综上所述，当前村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足，政策进一步推广受阻，导致农村分类普及率尚低。
[bookmark: _Toc50549254][bookmark: _Toc50547782][bookmark: _Toc56271703]（三）整治氛围不浓，群众参与动力不足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美丽乡村的有力抓手，村庄“三治一体”的治理氛围对农民参与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考察成立自治组织对农民进行村庄垃圾清理的意愿，在1824个有效样本中，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庄比没有成立自治组织的村庄愿意参与村庄垃圾清理高出13.72个百分点；其中“开展普法教育”农民中有66.22%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比没有参与“有普法教育”高21.68个百分点。进一步考察村庄在推进德治中开展的卫生评比活动对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在2015个有效样本中，开展卫生评比的农民愿意参与垃圾处理的占比达62.57%，比没有开展评比的农民在此项的占比高14.17%。可见，卫生评比活动调动了农民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的积极性。综上所述，“三治一体”的结合程度越高的村庄，农民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意愿越强。
[bookmark: _Toc50549255][bookmark: _Toc56271704][bookmark: _Toc50547783]三、探索农村垃圾分类的有效路径
[bookmark: _Toc56271705][bookmark: _Toc50549256][bookmark: _Toc50547784]（一）重视群众思想引导，树立科学分类观念
首先，搭建多元宣传平台，激活垃圾分类意识。创新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方式，充分利用微信、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编导符合大众口味、通俗易懂的垃圾分类节目，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新风尚。其次，组建志愿宣传队伍，指导垃圾分类。结合村庄实际，吸纳村中的乡贤能人以及妇女等人员组建志愿小分队，让志愿者主动“现身说法”，并定期入户进行一对一指导，引导农民进行科学分类的习惯。最后，完善村规民约内容，规范垃圾分类管理。一方面发动农民及其代表起草村规民约，并广泛征求农民意见，把垃圾分类知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土规定”、“土口号”。另一方面设立垃圾处理的“红黑榜”奖惩制度，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bookmark: _Toc50549257][bookmark: _Toc50547785][bookmark: _Toc56271706]（二）优化政策配套体系，推进分类有效执行
一是，政府统筹建立垃圾处理站，配齐分类设施。一方面探索社区联建实现资源共享，以片区为单位建设公共垃圾处理站，在小范围内实现垃圾运输和集中处理。另一方面，建立政府参与垃圾处理项目PPP模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垃圾分类设施，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解决村庄垃圾处理设施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尝试建立村级帮扶机制，加强地区联动。针对垃圾分类推行进度的差异，可充分借鉴试点村庄的先进经验，建立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对接帮扶责任，在试点村与周围村庄设置“联络中心”，定期举行技术指导，及时发现村庄垃圾分类实施中问题。三是，整合乡村生态建设资源，衔接多项政策。将垃圾分类与乡村振兴中技术支持相结合，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垃圾分类进行统一管理，分析垃圾处理情况，监测垃圾处理全过程，并精准定位各村庄垃圾分类中的需求，及时进行物资或技术补给。
[bookmark: _Toc50547786][bookmark: _Toc56271707][bookmark: _Toc50549258]（三）丰富村庄组织活动，确保农民有序参与
第一，结合“三治”服务体系，促使垃圾分类常态化。定期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和道德评定会，将垃圾分类教育融入日常培训和教育中，加强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 逐渐让垃圾分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二，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推动分类活动多元化。一方面，开展环保好声音“进企业、进园区、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村组”等垃圾分类知识系列讲座，倡导环保新风尚。另一方面开展垃圾分类“小手拉大手”，引导社区青少年参与垃圾分类，并通过青少年将垃圾分类知识传授给家长，以“小家”带动“大家”。第三，完善有效激励机制，保障农民参与持续性。开展垃圾分类的卫生评比活动，并通过微信群等互联网媒介评选出文明卫生家庭，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积分兑换制度，可将日常生活用品纳入奖励物品中，对于“文明卫生家庭”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激发农民持续参与的动力。
[bookmark: _Toc50547787][bookmark: _Toc56271708][bookmark: _Toc50549259]（四）明确垃圾管理权责，保障分类发挥长效
一方面建立全面权责机制。划分村庄网格化，将各级主体纳入到垃圾分类立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包干、村委负责、农民参与”的层级化、网格化的管理模式，明晰各方行使的职权事项及其依据、运行流程、相应责任等，将责任落实到人。另一方面开展定期监督巡查。一是成立专门的检查工作组，乡镇政府和农民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督查队，定期前往村庄和农户家中进行视察，根据垃圾分类规划和工作进程、配套设施等各方面进行具体量化考核打分。二是充分发挥农民监督作用，建立线上线下双重监督模式，在线下可聘请村庄农民担任卫生监督员，负责日常监督，同时招聘专业人员开发线上反馈平台，让农民随时随地反映垃圾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50547788][bookmark: _Toc50549260]
[bookmark: _Toc56271709]如何保障垃圾分类行稳致远
——基于全国139个村庄2022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

2019年6月习近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中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垃圾分类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高度契合，是高质量打赢农民环境的攻坚战的应有之义。基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于2020年1月依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调研平台，对全国139个村庄2022个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村庄垃圾处理集中化，部分垃圾能实现回收利用，同时环保制度建设更加规范，农民参与垃圾处理积极性提升。但在环境治理收官之际，农村垃圾分类处理仍存在短板：其一，宣传动员乏力，群众分类意识薄弱；其二，基础设施匮乏，垃圾分类普及有限；其三，整治氛围不浓，群众参与动力不足。鉴于此，调研组建议：首先，重视群众思想引导，树立科学分类观念；其次，优化政策配套体系，推进分类有效执行；再次，丰富村庄组织活动，确保农民有序参与；最后，明确垃圾管理权责，保障分类发挥长效，让农村垃圾分类“行稳致远。
[bookmark: _Toc50547790][bookmark: _Toc50549261][bookmark: _Toc56271710]一、农村垃圾处理现状
[bookmark: _Toc50549262][bookmark: _Toc50547791][bookmark: _Toc56271711]（一）农户日常垃圾处理情况
1.超九成农户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
考察农户家庭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方式情况。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90.32%的农户表示会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占比最高，超过九成；表示会将垃圾“自家焚烧”、“自家掩埋”、“随意丢弃”和“其他”的农户分别占比3.82%、2.09%、3.62%和0.15%，均不足一成。综上所述，超九成农户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

表1  农户家庭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方式情况（单位：人，%）
	处理方式
	样本数
	占比

	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
	1819
	90.32

	自家焚烧
	77
	3.82

	自家掩埋
	42
	2.09

	随意丢弃
	73
	3.62

	其他
	3
	0.15

	总计
	2014
	100


有效样本：2014；缺失值：8

2.西部地区农户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垃圾箱的占比更低。
考察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方式情况。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西部地区80.62%的农户表示会将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不足九成，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农户在该项中占比分别为93.16%和99.47%，超过九成，分别高出前者12.54和18.8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农户将生活固体垃圾放入村庄垃圾箱的占比更低。

表2  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方式情况（单位：人，%）
	地区分组
	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方式
	合计

	
	放入村庄公共垃圾箱
	自家焚烧
	自家掩埋
	随意丢弃
	其他
	

	东部地区
	99.47
	0.27
	0.26
	0.00
	0.00
	100（374）

	中部地区
	93.16
	1.81
	1.71
	3.32
	0.00
	100（995）

	西部地区
	80.62
	8.99
	3.72
	6.20
	0.47
	100（645）


有效样本：2014；缺失值：8 

3.超五成农户将家庭生活污水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
考察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情况。在2008个有效样本中，53.24%的农户表示会将家庭生活污水“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占比最重，超过五成，37.35%的农户表示会将家庭生活污水“随意倒掉”，占比次之。表示会将家庭生活污水“收集起来再次利用”和其他处理方式的农户分别占比8.07%和1.34%，均不足10%。综上所述，超五成农户将家庭生活污水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

表3  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情况（单位：人，%）
	处理方式
	样本数
	占比

	随意倒掉
	750
	37.35

	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
	1069
	53.24

	收集起来再次利用
	162
	8.07

	其他
	27
	1.34

	合计
	2008
	100


有效样本：2008；缺失值：14  

4.东部地区农户将家庭生活污水随意倒掉的占比更低。
考察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情况。在2008个有效样本中，选择将家庭生活污水“随意倒掉”的东部农户占比17.86%，不足二成，中部地区农户和西部地区农户在该项中占比分别为41.15%和42.88%，均超过四成，比前者分别高出23.29和25.0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部地区农户将家庭生活污水随意倒掉的占比更低。

表4  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情况（单位：人，%）
	地区分组
	污水处理方式
	合计

	
	随意倒掉
	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
	收集起来再次利用
	其他
	

	东部地区
	17.86
	73.87
	8.27
	0.00
	100（375）

	中部地区
	41.15
	51.91
	5.73
	1.21
	100（994）

	西部地区
	42.88
	43.19
	11.58
	2.35
	100（639）


有效样本：2008；缺失值：14 

5.参与党建活动的农户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更环保。
考察党建活动对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的影响。在1815个有效样本中，参与党建活动的农户将家庭生活污水“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和“收集起来再次利用”的共占比68.65%，将近七成，未参与党建活动的农户在该项中共占比56.96%，不足六成，比前者低出11.69个百分比。由此可见，参与党建活动的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更环保。

表5  是否参与党建活动对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的影响（单位：人，%）
	是否参与党建活动
	污水处理方式
	合计

	
	随意倒掉
	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
	收集起来再次利用
	其他
	

	是
	30.45
	59.40
	9.25
	0.90
	100（335）

	否
	41.82
	50.54
	6.42
	1.22
	100（1480）


有效样本：1815；缺失值：207  

6.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与开展法治教育对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具有正面引导作用。
考察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与是否开展法治教育对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的影响。成立村民自治组织村庄的农户选择将家庭生活污水“随意倒掉”的占比分别为34.7%，而未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此项占比为41.8%，高出前者7.1百分比；在开展法治教育方面，在1814个有效样本中，超半数的未接受过村庄法治教育的农户表示会将生活污水“随意倒掉”的占比为55.07%，未开展过法治教育在此项的占比为40.9%，占比次之，而开展过法治教育的村庄在此项占比最低，为30.88%，比两者低24.19和10.0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与开展法治教育对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具有正面引导作用。

表6  村民自治组织与法治教育对农户家庭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的影响（单位：人，%）
	变量
	分类
	污水处理方式
	合计

	
	
	随意倒掉
	倒入村庄生活废水沟渠
	收集起来再次利用
	其他
	

	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是
	34.70
	55.73
	8.89
	0.68
	100（585）

	
	否
	41.80
	52.74
	5.14
	0.32
	100（311）

	
	不清楚
	42.17
	49.67
	6.41
	1.75
	100（920）

	是否开展法治教育
	是
	30.88
	60.68
	7.76
	0.68
	100（735）

	
	否
	55.07
	40.27
	3.29
	1.37
	100（365）

	
	不清楚
	40.90
	49.86
	7.98
	1.26
	100（714）


有效样本：1816；缺失值：206  
有效样本：1814；缺失值：208 

7.超五成农户没有进行家禽养殖。
考察不同农户家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方式，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选择将家禽养殖废弃物直接排放到下水道或沟渠、排放到河流、湖泊中、随意堆积在一起、分别为7.30%、2.09%、6.41%，总和为15.80%。另外超五成的农民没有进行畜禽养殖，这大大减少村庄废弃物的排放，占比为53.81%。由此可见，仍有超一成的农民选择不太环保的方式处理家禽废弃物。

[bookmark: _Hlk49695038]表7  农户家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方式（单位：人，%）
	处理方式
	样本数
	占比

	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或沟渠
	147
	7.30

	排放到河流/湖泊中
	42
	2.09

	随意堆积在一起
	129
	6.41

	用于农田施肥
	546
	27.11

	进行无害化处理
	20
	0.99

	资源化再利用
	38
	1.89

	没有进行畜禽养殖
	1084
	53.81

	其他
	8
	0.40

	总计
	2014
	100


有效样本：2014；缺失值：8

8.开展法治教育使随意堆积废弃物的现象有所改善。
进一步了解开展法治教育对家禽废弃物处理情况的影响，在1819个有效样本中，将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或沟渠、排放到河流/湖泊中、随意堆积在一起看作是不太环保的处理方式，则开展了法治教育的农户与未开展法治教育的农户合计占比分别为12.74%和20.04%，后者比前者高出7.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开展法治教育后，农户随意堆积废弃物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善。

表8  是否开展法治教育对农户家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情况的影响（单位：人，%）
	是否开展法治教育
	家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情况
	合计

	
	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或沟渠
	排放到河流/湖泊中
	[bookmark: _Hlk50061446]随意堆积在一起
	用于农田施肥
	进行无害化处理
	资源化再利用
	没有进行畜禽养殖
	其他
	

	是
	7.59
	1.49
	3.66
	29.00
	0.27
	2.44
	55.55
	0.00
	100（738）

	否
	5.46
	3.01
	12.57
	29.78
	3.28
	1.09
	44.81
	0.00
	100（366）

	不清楚
	8.67
	2.66
	5.45
	22.24
	0.70
	1.26
	58.60
	0.42
	100（715）


有效样本：1819  缺失值：203  
9. 超五成的秸秆得以资源化的利用。
分析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选择“焚烧后就地还田”的占比最高，为37.98%；用作生活燃料和养殖饲料的农户占比分别为15%和4.07%，三者合计占比为57.05%。另有24.28%的农户表示没有进行农业生产，可见超五成的秸秆得以资源化的利用。

[bookmark: _Hlk49717034]表9  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单位：人，%）
	处理方式
	样本数
	占比

	粉碎后就地还田
	765
	37.98

	焚烧处理
	203
	10.08

	作为生活燃料
	302
	15.00

	作为养殖饲料
	82
	4.07

	生产中没有产生秸秆
	164
	8.14

	没进行农业生产
	489
	24.28

	其他
	9
	0.45

	总计
	2014
	100


有效样本：2014；缺失值：8

10.西部地区处理秸秆的方式不够环保。
着眼于不同地区农户在农业生产的中秸秆的处理方式，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东、中、西部地区进行秸秆焚烧处理方式占比分别为7.22%、8.64%、13.95%，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西部占比最高，比东部地区高出6.7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对秸秆的处理方式的环保性还有待加强。

[bookmark: _Hlk49719181]表10  东中西地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秸秆的处理方式（单位：人，%）
	东中西分组
	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
	
合计

	
	粉碎后就地还田
	焚烧处理
	作为生活燃料
	作为养殖饲料
	生产中没有产生秸秆
	没进行农业生产
	其他
	

	东部地区
	42.51
	7.22
	13.27
	1.34
	14.44
	21.13
	0.00
	100（374）

	中部地区
	44.52
	8.64
	11.76
	3.22
	7.34
	23.82
	0.70
	100（995）

	西部地区
	25.27
	13.95
	20.93
	6.98
	5.74
	26.82
	0.31
	100（645）


有效样本：2014  缺失值：8  

11. 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庄农民焚烧处理秸秆占比更低。
[bookmark: _Hlk50044017]就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对农业生产中的秸秆的处理方式的影响进行考察，在1820个有效样本中，成立了村民自治组织进行资源焚烧处理比重为8.73%，没有成立村民自治组织进行焚烧处理的比重为16.93%，比成立村民自治组织高出8.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庄农民焚烧处理秸秆占比低于未成立农民组织的村庄。

表11  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对农业生产中的秸秆的处理方式的影响（单位：人，%）
	是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
	合计

	
	粉碎后就地还田
	焚烧处理
	作为生活燃料
	作为养殖饲料
	生产中没有产生秸秆
	没进行农业生产
	其他
	

	是
	45.21
	8.73
	12.84
	3.94
	7.19
	21.75
	0.34
	100（584）

	否
	33.23
	16.93
	21.41
	1.92
	5.74
	20.77
	0.00
	100（313）

	不清楚
	33.91
	9.10
	15.28
	4.66
	9.53
	26.98
	0.54
	100（923）


有效样本：1820  缺失值：202 

12.法治教育有利于秸秆的环保处理。
进一步了解是否开展法治教育对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的影响，在1818个有效样本中，开展法治教育后农民焚烧处理秸秆的比重为9.09%，没有开展法治教育农民焚烧处理秸秆的比重为13.66%，不清楚是否开展法治教育的农民，焚烧处理秸秆的比重为10.2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开展了法治教育的农民进行秸秆焚烧处理的比重最小，而没有开展法治教育焚烧处理秸秆的比重最大，相比前者高出了4.57个百分点。可见，法治教育对秸秆环保处理具有积极作用。

表12  是否开展法治教育对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的影响（单位：人，%）
	是开展法治教育
	农业生产产生的秸秆的处理方式
	合计

	
	粉碎后就地还田
	焚烧处理
	作为生活燃料
	作为养殖饲料
	生产中没有产生秸秆
	没进行农业生产
	其他
	

	是
	39.76
	9.09
	15.60
	5.16
	9.91
	20.35
	0.13
	100（737）

	否
	36.61
	13.66
	19.95
	2.46
	4.37
	22.95
	0.00
	100（366）

	不清楚
	35.38
	10.21
	12.87
	3.22
	8.39
	29.09
	0.84
	100（715）


有效样本：1818  缺失值：204 
[bookmark: _Toc50549263][bookmark: _Toc56271712]（二）村庄垃圾集中处理情况
1.超九成村庄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
考察村庄是否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的情况，在139个有效村庄样本中，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的村庄占比高达91.37%，不到10%的村庄未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占比为8.63%，前者比后者高出82.74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超九成的村庄已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

	表13  村庄是否对村庄垃圾进行统一处理（单位：个，%）

	 是否统一处理
	样本数
	占比

	是
	127
	91.37

	否
	12
	8.63

	合计
	139
	100

	有效样本：139  缺失值：0



2.西部地区村庄垃圾统一处理水平明显滞后于中东部地区。
从地区分组考察村庄垃圾统一处理的情况，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村庄垃圾统一处理的占比呈下降趋势，分别为96.30%、94.20%和83.72%。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占比超过九成，而西部地区占比不足八成五，前两者分别高出西部地区12.58和10.48个百分点。整体来说，西部地区村庄垃圾统一处理水平明显滞后于中东部地区。

	表14  东中西地区对村庄垃圾是否进行统一处理的情况（单位：个，%）

	东中西分组
	是否对村庄垃圾进行统一处理
	合计

	
	是
	否
	

	东部地区
	96.30
	3.70
	100（27）

	中部地区
	94.20
	5.80
	100（69）

	西部地区
	83.72
	16.28
	100（43）

	有效样本：139  缺失值：0 



3.参加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的村庄对垃圾统一处理的占比更高。
考察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对村庄垃圾统一处理的影响。在139个有效村庄样本中，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的村庄对垃圾进行统一处理的占比超过九成，高达93.22%。而表示“没有参与”或者“当地没有组织”的村庄占比分别为78.57%和85.71%，分别比前者低14.65和7.51个百分点。数据整体显示出，参加过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的村庄对垃圾统一处理的占比更高。

	表15  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对村庄垃圾统一处理的影响（单位：个，%）

	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推进会
	是否对村庄垃圾进行统一处理
	合计

	
	是
	否
	

	参加过
	93.22
	6.78
	100（118）

	没有参加过
	78.57
	21.43
	100（14）

	当地没有组织过
	85.71
	14.29
	100（7）


有效样本：139 缺失值：0 

4.超八成的村庄进行垃圾统一处理不需要农民付费。
针对进行垃圾统一处理村庄，进一步考察是否需要农民付费，在127个有效样本中，有102个村庄表示实行垃圾统一处理不需要农民付费，占比80.31%，超过八成，另有19.69%的村庄表示垃圾统一处理需要农民付费。可以看出，超八成的村庄进行垃圾统一处理不需要农民付费。

	表16  垃圾统一处理垃圾是否需要农民付费（单位：个，%）

	垃圾统一处理是否农民付费
	样本数
	占比

	是
	25
	19.69

	否
	102
	80.31

	合计
	127
	100

	有效样本：127  缺失值：0



5.集中转运是村庄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
考察村庄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在138个有效村庄样本中，采用垃圾集中收集转运方式的占比最高，为86.23%，其次为焚烧或填埋方式，占比10.15%，比前者低76.08个百分点，最后为引进技术回收利用方式，占比3.62%。集中转运收集方式的占比是焚烧或填埋方式的8.5倍，是引进技术回收利用的近24倍。可以看出集中收集转运是村庄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

	表17  村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单位：个，%）

	处理方式
	样本数
	占比

	焚烧或填埋
	14
	10.15

	集中收集转运
	119
	86.23

	引进技术回收利用
	5
	3.62

	其他
	0
	0.00

	合计
	127
	100

	有效样本：138  缺失值：1



6.西部地区村庄焚烧或填埋处理生活垃圾方式突出。
对不同地区的村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进行考察，在138个有效村庄样本中，发现西部地区采用焚烧或填埋方式进行垃圾处理的村庄占比相对较高，占比为27.91%，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村庄焚烧或填埋方式的占比分别为3.70%和1.47%，分别比前者低24.21和26.4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出西部地区采用焚烧或填埋处理生活垃圾方式突出。

	表18  东中西地区村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情况（单位：个，%）

	东中西分组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合计

	
	焚烧或填埋
	集中收集转运
	引进技术回收利用
	其它
	

	东部地区
	3.70
	96.30
	0.00
	0.00
	100（27）

	中部地区
	1.47
	94.12
	4.41
	0.00
	100（68）

	西部地区
	27.91
	67.44
	4.65
	0.00
	100（43）

	有效样本：138  缺失值：1 


[bookmark: _Toc56271713][bookmark: _Toc50549264]（三）村庄总体环境卫生状况
1.超一成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
考察村庄的环境污染评价情况。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有57个农民表示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占比为2.83%，另有226个农民表示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占比为11.23%，两者合计占比为14.06%。可见，超一成农民认为环境污染严重，当前农村环境问题仍不容忽视。 

表19  农民对村庄的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价（单位：人，%）
	        污染程度
	样本数
	占比

	非常严重
	57
	2.83

	比较严重
	226
	11.23

	一般
	660
	32.77

	比较轻微
	596
	29.59

	非常轻微
	310
	15.39

	没有
	165
	8.19

	总计
	2014
	100


有效样本：2014；缺失值：8

2.中部地区农户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占比略高。
考察东中西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情况。在2014个有效样本中，中部地区农民认为本村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合计占比为15.68%，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在该项中的占比分别是14.44%和11.32%，比中部地区分别低1.24和4.3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占比略高。

表20  东中西地区农民对农村环境污染的评价（单位：人，%）
	地区分组
	农村的环境污染情况
	合计

	
	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一般
	比较轻微
	非常轻微
	没有
	

	东部地区
	3.21
	11.23
	33.16
	32.62
	12.83
	6.95
	100（374）

	中部地区
	3.82
	11.86
	31.86
	32.36
	11.96
	8.14
	100（995）

	西部地区
	1.09
	10.23
	33.95
	23.57
	22.17
	8.99
	100（645）


有效样本：2014；缺失值：8  
	
3.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污染程度更低。
考察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环境污染评价的影响情况，在1821个有效样本中，村庄内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农户认为农村环境污染“比较轻微”、“非常轻微”和“没有”的合计占比为60.82%，超过六成，村庄内未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和不清楚是否成立的农户在该项中的占比分别为47.6%和48.86%，均不足五成，分别比前者低13.22和11.96个百分比。综上所述，成立村民自治组织的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污染程度更低。

表21  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对农村环境污染评价（单位：人，%）
	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对农村环境污染的评价
	总计

	
	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一般
	比较轻微
	非常轻微
	没有
	

	是
	4.43
	10.39
	24.36
	32.37
	18.23
	10.22
	100（587）

	否
	1.60
	14.70
	36.10
	26.84
	12.77
	7.99
	100（313）

	不清楚
	1.85
	10.53
	38.76
	28.23
	14.33
	6.30
	100（921）


有效样本：1821；缺失值：201 

4.开展过法治教育的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污染程度更轻。
考察开展法治教育对农村环境污染评价的影响情况，在1819个有效样本中，村庄内开展过法治教育的农户认为本村环境污染“比较轻微”、“非常轻微”和“没有”的合计占比为60.62%，超过六成，村庄内未开展或不清楚的农户在该项中合计占比分别为44.81%和47.89%，均不足五成。综上所述，开展过法治教育的农民认为农村环境污染程度更轻。

表22  开展法治教育的农民对农村环境污染评价的影响情况（单位：人，%）

	是否开展法治教育
	对农村环境污染的评价
	总计

	
	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一般
	比较轻微
	非常轻微
	没有
	

	是
	1.76
	10.15
	27.47
	30.85
	18.81
	10.96
	100（739）

	否
	5.46
	16.94
	32.79
	24.32
	14.48
	6.01
	100（366）

	不清楚
	2.24
	9.24
	40.63
	30.25
	11.90
	5.74
	100（714）


有效样本：1819；缺失值：203 

5.七成以上农民对村庄环境治理感到满意。
在对村庄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调查中，将农民对村庄环境治理“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并为满意，将“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统计显示，有71.84%的农民表示对村庄总体环境治理感到满意，超过七成。认为村庄环境治理不满意的占3.22%，不足一成。因此超七成农民对村庄环境治理比较满意。

表23 农民对村庄总体环境治理满意度（单位：人，%）
	村庄总体环境治理满意度
	样本数
	占比

	非常满意
	241
	11.95

	比较满意
	1208
	59.89

	一般
	503
	24.94

	不太满意
	58
	2.87

	很不满意
	7
	0.35

	总计
	2017
	100


有效样本：2017；缺失值：5

6.东部地区农民对环境治理满意程度最高。
对不同地区农民对村庄总体环境治理的满意度进行分析，将农民对村庄环境治理“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并为满意。由统计得出，对村庄总体环境治理感到满意的农民中，东部地区占比最多，达78.93%。其次为西部地区，达70.54%，比东部地区低8.39个百分比。中部地区对环境治理感到满意的农民占70.01%，比东部地区低8.9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部地区农民对环境治理满意程度最高。

表24  东中西地区农民对村庄总体环境治理的满意度（单位：人，%）
	东中西分组
	村庄总体环境治理满意度
	合计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东部地区
	16.80
	62.13
	19.47
	1.07
	0.53
	100（375）

	中部地区
	9.13
	60.88
	26.38
	3.31
	0.30
	100（997）

	西部地区
	13.49
	57.05
	25.89
	3.26
	0.31
	100（645）


有效样本：2017；缺失值：5

[bookmark: _Toc50549265][bookmark: _Toc56271714]二、垃圾分类推进情况
[bookmark: _Toc50549266][bookmark: _Toc56271715]（一）垃圾分类的宣传与动员
1.超六成村庄已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从村庄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情况发现，在137个有效样本中，有88个村庄已经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占比为63.31%，另有36.69%的村庄未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由此可见，超六成村庄已经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表25  是否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情况（单位：个，%）
	是否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样本数
	占比

	是
	88
	63.31

	否
	51
	36.69

	合计
	139
	100


有效样本：139；缺失值：0

2.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的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占比更高。
分析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在137个有效样本中，省级示范村、县市示范村、乡镇试点村和没有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的占比分别为83.33%、76.19%、64.71%和58.06%，依次呈递减趋势。其中，省级示范村比没有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高出25.27个百分点，在同项比较中县市示范村高出18.13个百分点，乡镇试点村高出6.65个百分点。可见，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更能加强垃圾分类工作。

表26  纳入乡村振兴试点的村庄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单位：个，%）
	是否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
	是否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合计

	
	是
	否
	

	省级示范村
	83.33
	16.67
	100（6）

	县市示范村
	76.19
	23.81
	100（21）

	乡镇试点村
	64.71
	35.29
	100（17）

	没有纳入
	58.06
	41.94
	100（93）


有效样本：137；缺失值：2；

3.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推进会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比重更高。
通过分析纳入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在139个有效样本中，参加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推进会中有66.95%的村庄已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没有参加和当地没有组织乡村振兴推进会在此项的占比均为42.86%，两者相差24.09个百分点。从以上分析中可知，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推进会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比重更高。

表27  纳入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单位：个，%）
	是否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推进会
	是否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
	合计

	
	是
	否
	

	参加
	66.95
	33.05
	100（118）

	没有参加
	42.86
	57.14
	100（14）

	当地没有组织
	42.86
	57.14
	100（7）


有效样本：139；缺失值：0；

4.超七成的农民未能接受村庄或政府关于垃圾分类的动员。
考察村庄或者政府对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情况，在2019个有效样本中，有892位农民表示村庄或者政府没有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占比为44.18%；另有26.55%的农民表示对此“不清楚”，两者合计占比为70.73%可见，超七成的农民未能接受村庄或政府关于垃圾分类的动员。

表28  村庄或当地政府是否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情况（单位：人，%）
	村庄或当地政府是否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
	样本数
	占比

	是
	591
	29.27

	否
	892
	44.18

	不清楚
	536
	26.55

	合计
	2019
	100


有效样本：2019  缺失值：3

5.东部地区的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高于中西部地区。
考察不同地区村庄或当地政府是否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情况，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占比分别是27.77%和25%，均不足三成。东部地区此项占比最高，达到40.64%，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12.87和15.64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29  东中西地区村庄或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情况（单位：人，%）
	东中西分组
	村庄或当地政府是否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
	合计

	
	是
	否
	不清楚
	

	东部地区
	40.64
	      34.76
	24.60
	100（374）

	中部地区
	27.77
	50.45
	21.78
	100（1001）

	西部地区
	25.00
	39.91
	35.09
	100（644）


有效样本：2019  缺失值：3 

6.党员对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其进行垃圾分类的认知略高于非党员的农民。
就政治面貌是否影响农民对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其进行垃圾分类的认知进行考察，在2013个有效样本中，表示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党员占比是34.55%，而非党员占比是28.72%，比前者低5.83个百分比。综上所述，党员对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其进行垃圾分类的认知略高于非党员的农民。

表30  政治面貌对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其进行垃圾分类的影响情况（单位：人，%）
	政治面貌
	村庄或当地政府是否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
	合计

	
	是
	否
	不清楚
	

	党员
	34.55
	52.27
	    13.18
	100（220）

	非党员
	        28.72
	43.17
	28.11
	100（1793）


有效样本：2013  缺失值：9 

7.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农民对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认知程度更高。
分析农民参与公共活动情况对其关于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进行垃圾分类的认知影响，由统计数据可知，在1824个有效样本中，参加过党建的有46.57%的农民认为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了农民进行垃圾分类，没有参加过党建活动的有22.30%选择“否”，比前者减少24.27个百分点。在1821个有效样本中，表示“有村民自治组织”、“没有村民自治组织”、“不清楚”的占比分别为30.43%、22.36%、17.03%，可以看出“有村民自治组织的”占比最高。考察“近三年村中有无普法宣传教育”，在1819个有效样本中，认为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了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农民中，“开展普法教育”的占比分别为40.05%，比“没有普法教育”的占比高低于26.12个百分点。综上所述，参加过党建、村庄中有自治组织，近三年有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农民对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认知程度更高。村庄可以通过开展党建活动、成立自治组织、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村庄或当地政府进行垃圾分类动员的认知程度。

表31  农民参与公共活动情况对其关于村庄或当地政府动员进行垃圾分类的认知影响（单位：人，%）
	村庄公共活动
	开展情况
	
	村庄或当地政府是否动员农民进行垃圾分类
	合计

	
	
	是
	否
	不清楚
	

	是否参加党建活动
	是
	46.57
	39.70
	13.73
	100（335）

	
	否
	22.30
	46.81
	30.89
	 100（1489）

	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是
	37.31
	37.65
	25.04
	100（587）

	
	否
	26.93
	58.65
	14.42
	100（312）

	
	不清楚
	20.17
	45.45
	34.38
	 100（922）

	近三年村中有无普法宣传教育
	是
	40.05
	38.03
	21.92
	100（739）

	
	否
	13.93
	66.67
	19.40
	100（366）

	
	不清楚
	19.89
	42.02
	38.09
	100（714）


有效样本：1824；缺失值：198 
有效样本：1821；缺失值：201 
有效样本：1819；缺失值：203 
[bookmark: _Toc50549267][bookmark: _Toc56271716]（二）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布局情况
1.约六成村庄没有垃圾分类的设施。
分析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的情况，在139个有效样本中，有82个村庄表示没有垃圾分类设施，占比为58.99%，接近六成，另有41.01%的村庄表示有垃圾分类设施，总体而言，垃圾分类设施覆盖面有限，近六成村庄没有垃圾分类设施。

表32  村庄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单位：个，%）
	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
	样本数
	占比

	是
	57
	41.01

	否
	82
	58.99

	合计
	139
	100


有效样本：139；缺失值：0

2.东部地区建设垃圾分类设施的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区。
分析不同区域村庄建立垃圾分类设施，在139个有效样本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垃圾分类设施的占比分别为48.15%，40.58%和37.21%。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出7.57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10.94个百分点。整体来说，东部地区村庄建立垃圾分类设施的比重在全国最高。

表33  东中西地区村庄垃圾分类设施的情况（单位：个，%）
	东中西分组
	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
	合计

	
	是
	否
	

	东部地区
	48.15
	51.85
	100（27）

	中部地区
	40.58
	59.42
	100（69）

	西部地区
	37.21
	62.79
	100（43）


有效样本：139；缺失值：0

3.纳入省市县乡村振兴试点的村庄进行垃圾分类占比高。
分析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对有无垃圾分类设施的影响，在137个有效样本中，有44个村庄纳入乡村振兴试点，其中县市示范村建立垃圾分类设施的占比最高，为66.67%，占比次之的为省级示范村，比重为50%，两者均超过五成。没有纳入乡村振兴试点的占比相对较低，为35.48%，乡镇试点村最低，不足三成，比县市示范村低37.26个百分点。整体而言，省、县市示范村在设立垃圾分类设施的比率更高。

表34  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对有无垃圾分类设施的影响（单位：个，%）
	是否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
	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
	合计

	
	是
	否
	

	省级示范村
	50.00
	50.00
	100（6）

	县市示范村
	66.67
	33.33
	100（21）

	乡镇试点村
	29.41
	70.59
	100（17）

	没有纳入
	35.48
	64.52
	100（93）


有效样本：137；缺失值：2

4.参加乡村振兴推进会的村庄垃圾分类设施的覆盖率更高。
考察乡村振兴推进会对垃圾分类设施的影响情况可知，在139个有效样本中，有118个村庄参加过乡村振兴推进会。其中设立了垃圾分类设施的村庄占比为44.07%，没有参加振兴推进会和当地没有组织的较前者低了15.5%和29.78%。
因此，参加乡村振兴推进会的村庄垃圾分类设施的覆盖率更高。

表35  纳入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对有无垃圾分类设施的影响（单位：个，%）
	是否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振兴推进会
	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
	合计

	
	是
	否
	

	参加
	44.07
	55.93
	100（118）

	没有参加
	28.57
	71.43
	100（14）

	当地没有组织
	14.29
	85.71
	100（7）


有效样本：139；缺失值：0
[bookmark: _Toc50549268][bookmark: _Toc56271717]（三）村庄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
1.近八成村庄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
考察村庄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情况，在139个有效村庄样本中，109个村庄已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占比78.42%，没有建立环境卫生保护村规民约的村庄，仅占比两成左右，为21.58%，前者高出后者近60%。可以看出近八成村庄已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

	表36  是否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单位：个，%）

	是否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
	样本数
	占比

	是
	109
	78.42

	否
	30
	21.58

	合计
	139
	100

	有效样本：139  缺失值：0



2.西部地区建立环境卫生保护村规民约的比例最高。
进一步考察地区分组中村庄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情况，在139个有效样本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占比分别为77.78%、75.36%、83.72%，西部地区分别高出东部、中部地区5.94个百分点和8.3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建立环境卫生保护村规民约的比例最高。

	表37  东中西地区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的情况（单位：个，%）

	东中西分组
	是否建立环境卫生保护的村规民约
	合计

	
	是
	否
	

	东部地区
	77.78
	22.22
	100（27）

	中部地区
	75.36
	24.64
	100（69）

	西部地区
	83.72
	16.28
	100（43）

	有效样本：139  缺失值：0  



3.建立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参与垃圾处理的积极性。
考察建立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与农民参加垃圾处理积极性的关系，我们将农民参与日常垃圾处理“非常积极”和“比较积极”视为积极。在137个有效样本中，已经建立环境保护村规民约的村庄，农民表现非常积极和比较积极的占比分别是22.43%和57.94%，两者合计占比为80.37%，而未建立环境保护村规民约的村庄，此两项的合计占比为40%，比前者低40.3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建立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参与垃圾处理的积极性。

	表38  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对农民参加日常生活垃圾处理积极性的影响（单位：个，%）

	是否建立环境
保护的村规民约
	农民参加日常生活垃圾处理的积极性
	合计

	
	非常积极
	比较积极
	一般
	不太积极
	

	是
	22.43
	57.94
	17.76
	1.87
	100（107）

	否
	3.33
	36.67
	50.00
	10.00
	100（30）

	有效样本：137  缺失值：2  


[bookmark: _Toc50549269][bookmark: _Toc56271718]（四）垃圾分类中的主要障碍
1.农民参与不足与基础设施缺乏是村庄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考察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情况，在138个有效样本中，有63个村庄表示“农民意识弱，参与性低”，占比最高，为45.65%，另有37.68%的村庄认为是“基础设施缺乏”，占比次之。此两项的占比之和为83.33%，超过八成。由此可见，村庄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调动其参与积极性，而且也需要政府部门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重视宣传引导工作。

表39  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单位：个，%）
	困难类型
	样本数
	占比

	政府重视不够，宣传引导不足
	13
	9.42

	基础设施缺乏
	52
	37.68

	农民意识弱，参与性低
	63
	45.65

	村干部积极性低，管理不到位
	0
	0.00

	都很好，没什么困难
	10
	7.25

	其他
	0
	0.00

	总计
	138
	100


有效样本：138；缺失值：1

2.基础设施缺乏是中部地区垃圾分类面临的主要困难。
从不同地区垃圾分类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情况来看，在138个有效样本中，认为“基础设施缺乏”是主要困难中，中部地区占比最突出，为48.53%，接近五成，东西部在此项的占比分别为18.52%和32.56%，均不足三分之一，比前者低30.01和15.97个百分点。可见，基础设施缺乏是中部地区农民在开展垃圾分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综上所述，“基础设施缺乏”是中部地区的主要困难，推进不同地区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展开需要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措施。

表40  东中西地区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单位：个，%）
	东中西分组
	        困难类型
	合计

	
	政府重视不够，宣传引导不足
	基础设施缺乏
	农民意识弱，参与性低
	村干部积极性低，管理不到位
	都很好，没什么困难
	其他
	

	东部地区
	11.11
	18.52
	55.56
	0.00
	14.81
	0.00
	100（27）

	中部地区
	7.35
	48.53
	38.24
	0.00
	5.88
	0.00
	100（68）

	西部地区
	11.63
	32.56
	51.16
	0.00
	4.65
	0.00
	100（43）


有效样本：138；缺失值：1；

[bookmark: _Toc56271719][bookmark: _Toc50549270]三、垃圾分类中的农民行动与态度
[bookmark: _Toc50549271][bookmark: _Toc56271720]（一）农民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情况
1. 超七成的农民未对家中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考察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发现，在2018个有效样本中，76.41%的农民表示没有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另有476位农户表示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占比为23.59%，前者比后者高出52.82个百分点。可见，超七成的农民未对家中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垃圾分类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

表41  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单位：人，%）
	农民是否对家里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样本数
	占比

	是
	476
	23.59

	否
	1542
	76.41

	合计
	2018
	100


有效样本：2018  缺失值：4

2. 东部地区的农民在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方面略高于中西部地区。
从地区差异视角分析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发现，在2018个有效样本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占比分别为28.07%、23.58%、21%，依次呈递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7.07个百分点。可见，东部地区的农民在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方面略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42  东中西地区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单位：人，%）
	东中西分组
	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合计

	
	是
	否
	

	东部地区
	28.07
	        71.93
	100（374）

	中部地区
	23.58
	76.42
	 100（1001）

	西部地区
	21.00
	79.00
	100（643）


有效样本：2018  缺失值：4 

3. 年龄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识成负相关关系。
分析不同年龄的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在2003个有效样本中，“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以上” 的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占比分别为33.11%、35.14%、25.75%、21.04%和19.41%，整体呈现递减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 “30-39岁”的农民中占比均超过30%，而“60岁以上” 的农民中占比不足两成。由此可见，年龄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识成负相关关系。

表43  不同年龄的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单位：人，%）
	年龄分组
	农民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合计

	
	是
	否
	

	30岁以下
	33.11
	66.89
	100（148）

	30-39岁
	35.14
	64.86
	100（185）

	40-49岁
	25.75
	74.25
	100（365）

	50-59岁
	21.04
	78.96
	100（656）

	60岁以上
	19.41
	80.59
	100（649）


有效样本：2003  缺失值：19 

4. 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倾向度更高。
分析农民参与公共活动情况对其是否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影响，由统计数据可知，在1823个有效样本中，参加过党建的有41.79%对家里的生活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没有参加过党建活动在此项的占比为17.88%，比前者减少23.91个百分点。考察自治组织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关系，在1820个有效样本中，表示有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庄比没有村民自治组织的农民进行垃圾分类高出8.07个百分点。考察“近三年村中有无普法宣传教育”，在1818个有效样本中， “开展普法教育”的农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占比分别为31.34%，比“没有普法教育”在此项的占比高出20.14个百分点。综上所述，参加过党建、村庄中有自治组织，近三年有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农民更倾向于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村庄可以通过开展党建活动、成立自治组织、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倾向度。

表44  农民参与公共活动情况对家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影响（单位：人，%）
	村庄公共活动
	开展情况
	农民是否对家里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合计

	
	
	是
	否
	

	是否参加党建活动
	是
	41.79
	58.21
	100（335）

	
	否
	17.88
	82.12
	 100（1488）

	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是
	30.43
	69.57
	 100（585）

	
	否
	22.36
	77.64
	 100（313）

	
	不清楚
	17.03
	82.97
	 100（922）

	近三年村中有无普法宣传教育
	是
	31.34
	68.66
	100（737）

	
	否
	11.20
	88.80
	100（366）

	
	不清楚
	18.88
	81.12
	100（715）


有效样本：1823；缺失值：199 
有效样本：1820；缺失值：202 
有效样本：1818；缺失值：204 

5.开展村庄动员和开展卫生评比活动的农民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占比更高。
考察村庄动员与卫生评比开展对农民家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影响。在2016个有效样本中，进行动员的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占比67.74%，没有开展村庄动员的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占比为2.81%，不足一成。另在2011个有效样本中，开展卫生评比的农民比没有开展卫生评比的农民对家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分别占比高14.59百分点。可以看出，开展村庄动员和开展卫生评比活动的农民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占比更高。

表45  动员与卫生评比开展对农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影响（单位：个，%）
	
	开展情况
	农民是否进行家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合计

	
	
	是
	否
	

	村庄是否进行动员
	是
	67.74
	32.26
	100（589）

	
	否
	2.81
	97.19
	100（891）

	
	不清楚
	9.51
	90.49
	100（536）

	是否开展卫生评比
	是
	31.66
	68.34
	100（837）

	
	否
	17.07
	82.93
	100（750）

	
	不清楚
	19.10
	80.90
	100（424）


有效样本：2016；缺失值：6 
有效样本：2011；缺失值：11

6.超九成农户对房前屋后环境进行维护。
分析是否自觉进行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清扫情况，在2018个有效样本中，有1908个农户会自觉进行房前屋后清扫，占比94.55%，有110个农户不会进行房前屋后的清扫，占比5.45%，不足一成。总体来看，超九成农户会自觉进行房屋的清扫活动。

表46  农民是否自觉进行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清扫（单位：人，%）
	是否自觉清扫
	样本数
	占比

	是
	1908
	94.55

	否
	110
	5.45

	总计
	2018
	100


有效样本：2018；缺失值：4

7.党员维护房前屋后环境的意识更强。
考察政治面貌对是否自觉进行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清扫的影响可得，在2012个有效样本中，党员主动进行房前屋后清扫的比重为99.09%，非党员主动进行房前屋后清扫的比重为94.03%，所以党员主动进行房前屋后清扫工作所占比重比非党员更高，高出了5.06个百分点，不难看出，党员对于房前屋后的环境维护相对更加积极主动。

表47  政治面貌对是否自觉进行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清扫的影响（单位：人，%）
	是否为党员
	是否自觉进行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清扫
	合计

	
	是
	否
	

	是
	99.09
	0.91
	100（220）

	否
	94.03
	5.97
	100（1792）


有效样本：2012  缺失值：10 
[bookmark: _Toc50549272][bookmark: _Toc56271721]（二）农村垃圾分类中的农民意愿
1.近五成的农民不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
考察农民是否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在2022个有效样本中，有967位农民不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占比为47.82%，接近五成，而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的占比52.18%，与前者相差4.36个百分点。综上所述，接近50%的农民不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

表48  农民是否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的情况（单位：人，%）
	农民是否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
	样本数
	占比

	愿意
	1055
	52.18

	不愿意
	967
	47.82

	合计
	2022
	100


有效样本：2022  缺失值：0

2.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农民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的意愿度更高。
分析农民参与公共活动情况对其是否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的影响，由统计数据可知，在1827个有效样本中，参加过党建的有78.51%表示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而没有参加过党建活动在此项的占比为44.84%，比前者减少33.67个百分点。在1824个有效样本中，“有村民自治组织”比“没有村民自治组织”的农民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占比高26.77%。考察法制宣传教育与农民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意愿的关系，在1822个有效样本中，“开展普法教育”的占比分别为66.22%，“没有普法教育”在此项的占比为44.54%，比前者低21.68个百分点。综上所述，参加过党建、村庄中有自治组织，近三年有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农民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的意愿更大。村庄可以通过开展党建活动、成立自治组织、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的意愿。

表49  农民参与公共活动对其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意愿的影响（单位：人，%）
	村庄公共活动
	开展情况
	农民是否愿意无偿参与村庄垃圾清理工作
	合计

	
	
	是
	否
	

	是否参加党建活动
	是
	78.51
	21.49
	100（335）

	
	否
	 44.84
	55.16
	 100（1492）

	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是
	67.46
	32.54
	 100（587）

	
	否
	50.16
	49.84
	 100（313）

	
	不清楚
	40.69
	59.31
	 100（924）

	近三年村中有无普法宣传教育
	是
	66.22
	33.78
	100（740）

	
	否
	44.54
	55.46
	100（366）

	
	不清楚
	38.55
	61.45
	100（1822）


有效样本：1827；缺失值：195 
有效样本：1824；缺失值：198 
有效样本：1822；缺失值：200 

3.进行村庄动员和开展卫生评比的农户无偿参与垃圾清理意愿更强。
分析动员与卫生评比的开展对农户是否愿意无偿参与垃圾清理的影响。在2019个有效样本中，村庄进行动员的农户愿意无偿参与垃圾清理的超七成，占比70.39%，而没有进行动员的农户愿意无偿参与的占比47.31%，比前者低23.08个百分点。另在2015个有效样本中，开展卫生评比的农户愿意无偿参与垃圾清理的占比62.57%，高出没有开展评比的14.17个百分点。整体可见，进行村庄动员和开展卫生评比的农户无偿参与垃圾清理意愿更强。

表50  动员与卫生评比对农户是否愿意无偿参与垃圾清理的影响（单位：个，%）
	开展情况
	开展情况
	农户是否愿意无偿参与垃圾清理
	合计

	
	
	愿意
	不愿意
	

	村庄是否进行动员
	是
	70.39
	29.61
	100（591）

	
	否
	47.31
	52.69
	100（892）

	
	不清楚
	40.30
	59.70
	100（536）

	是否开展卫生评比
	是
	62.57
	37.43
	100（839）

	
	否
	48.40
	51.60
	100（752）

	
	不清楚
	38.21
	61.79
	100（424）


有效样本：2019；缺失值：3 
有效样本：2015；缺失值：7 

4.近七成农民愿意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考察农民是否愿意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统计结果如表所示。在2016份有效样本中，有69.74%农民表示愿意出钱或出力参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剩余610位农民表示“不愿意”，占比为30.26%。从中可以得出近七成农民愿意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表51  农民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意愿（单位：人，%）
	是否愿意出钱或出力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样本数
	占比

	愿意
	1406
	69.74

	不愿意
	610
	30.26

	总计
	2016
	100


有效样本：2016；缺失值：6

5.东部地区农民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意愿更强。
根据不同地区农民是否愿意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调查显示，在2016个有效样本中，东部地区农民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意愿占比最高，达81.55%。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此项的占比均不足七成，分别为67.03%、67.08%，比东部地区分别低14.52、14.47个百分点。可见东部地区农民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意愿更强。

表52  东中西地区农民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意愿（单位：人，%）
	东中西分组
	农民是否愿意出钱或出力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合计

	
	愿意
	不愿意
	

	东部地区
	81.55
	18.45
	100（374）

	中部地区
	67.03
	32.97
	100（998）

	西部地区
	67.08
	32.92
	100（644）


有效样本：2016；缺失值：6

6.开展公共活动的村庄，农民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意愿更强。
分析党建活动、自治组织与普法宣传对农民出钱或出力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意愿的影响，在1822个有效样本中，其中参加过党建的有88.32%表示愿意出钱或出力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没有参加过党建活动的有64.05%选择“愿意”，比前者减少24.27个百分点。在1819个有效样本中，考察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与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意愿的关系，“有村民自治组织”比“没有村民自治组织”的占比高出20.62个百分点。考察法制宣传教育与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意愿的关系
在1817个有效样本中，“开展普法教育”的占比为80.60%，比“没有普法教育”高出18.30个百分点。综上所述，参加过党建、村庄中有自治组织，近三年有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农民出钱或出力参与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意愿更大。村庄可以通过开展党建活动、成立自治组织、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出钱或出力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意愿。

表53  农民参与公共活动情况对其出钱或出力参与垃圾处理设施意愿的影响（单位：人，%）
	村庄公共活动
	开展情况
	农民是否愿意出钱或出力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合计

	
	
	愿意
	不愿意
	

	是否参加党建活动
	是
	88.32
	11.68
	100（334）

	
	否
	64.05
	35.95
	100（1488）

	是否成立村民自治组织
	是
	81.03
	18.97
	100（585）

	
	否
	67.31
	32.69
	100（312）

	
	不清楚
	60.41
	39.59
	100（922）

	近三年村中有无普法宣传教育
	是
	80.60
	19.40
	100（737）

	
	否
	62.30
	37.70
	100（366）

	
	不清楚
	58.96
	41.04
	100（714）


有效样本：1822；缺失值：200
有效样本：1819；缺失值：203
有效样本：1817；缺失值：205

7.开展村庄动员和卫生评比使农民更愿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
考察开展动员与卫生评比对农民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在2013个有效样本中，开展村庄动员愿意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的农民占比82.42%，而没有进行动员的农民愿意出钱出力参与的占比67.49%，比前者低14.93个百分点。另在2009个样本中，表示开展卫生评比、没有开展及不清楚是否开展的农民，愿意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的整体呈下降态势，依次占比为80.83%、63.60%、59.81%，前者分别高出后两者16.78和20.5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开展村庄动员和卫生评比使农民更愿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

表54  动员与卫生评比对农民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单位：个，%）
	
	开展情况
	农民出钱出力参与环境整治的意愿
	合计

	
	
	愿意
	不愿意
	

	村庄是否进行动员
	是
	82.42
	17.58
	100（586）

	
	否
	67.49
	32.51
	100（892）

	
	不清楚
	59.81
	40.19
	100（535）

	是否开展卫生评比
	是
	80.38
	19.62
	100（836）

	
	否
	63.60
	36.40
	100（750）

	
	不清楚
	59.81
	40.19
	100（423）


有效样本：2013；缺失值：9 
有效样本：2009；缺失值：13 
[bookmark: _Toc56271722][bookmark: _Toc50549273]四、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路径突破
[bookmark: _Toc50549274][bookmark: _Toc56271723]（一）重视群众思想引导，树立科学分类观念
首先，搭建多元宣传平台，激活垃圾分类意识。灵活选择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方式，结合各地的风俗习惯，充分发挥的广播、电视、手机等现代化的宣传媒介，利用微信、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编导符合大众口味、通俗易懂的垃圾分类节目，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新风尚。其次，组建志愿宣传队伍，指导垃圾分类。结合的村庄实际，吸纳村中的乡贤能人以及妇女资源组建志愿小分队，主动“现身说法”，充分发挥乡贤能人在村庄影响力以及妇女热心耐心细心的独特优势，志愿分队定期入户进行一对一指导，同时巡查村庄环境卫生，对不文明倾到垃圾的现象及时劝阻。最后，完善村规民约内容，规范垃圾分类管理。一方面发动农民及其代表起草村规民约，并广泛征求农民意见，把垃圾分类知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土规定”“土口号”。另一方面设立“红黑榜”及奖惩制度。通过“红榜”的正向激励、“黑榜”的反向约束，实现正确的引导，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规范农民行为，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引导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bookmark: _Toc50549275][bookmark: _Toc56271724]（二）优化政策配套体系，推进分类有效执行
一是，政府统筹建立垃圾处理站，配齐分类设施。一方面探索社区联建实现资源共享，打破行政区划，以片区为单位建设公共垃圾处理站，在小范围内实现垃圾运输和集中处理。另一方面，建立政府参与垃圾处理项目PPP模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垃圾分类设施，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解决村庄垃圾处理设施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尝试建立村级帮扶机制，加强地区联动。针对垃圾分类推行进度的差异，可充分借鉴试点村庄的先进经验，在试点村与周围村庄设置“联络中心”，定期举行技术指导，及时发现村庄垃圾分类实施中问题。三是，整合乡村生态建设资源，衔接多项政策。充分利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绿色发展基金，通过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为进行公共垃圾处理设施的维护。同时，将垃圾分类与乡村振兴中技术支持相结合，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垃圾分类进行统一管理，精准分析垃圾处理情况，监测垃圾处理全过程，并精准定位各村庄垃圾分类中的需求，及时进行物资或技术补给。
[bookmark: _Toc50549276][bookmark: _Toc56271725]（三）丰富村庄组织活动，确保农民有序参与
第一，结合“三治”服务体系，促使垃圾分类常态化。定期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和道德评定会，将垃圾分类教育融入日常培训和教育中，加强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逐渐让垃圾分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二，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推动分类活动多元化。一方面，农村环保学校，开展环保好声音“进企业、进园区、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村组”等垃圾分类知识系列讲座，倡导环保新风尚。另一方面开展垃圾分类“小手拉大手”，引导社区青少年参与垃圾分类，并将垃圾分类知识传授给家长，以“小家”带动“大家”。第三，完善有效激励机制，保障农民参与持续性。组织竞争性参与活动，通过开展垃圾分类的卫生评比活动，采用卫生互评互比模式，带动农民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并通过微信群等互联网媒介选举出每月的文明卫生家庭，在村庄范围内定期举行的表彰会，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积分兑换制度，可将日常生活用品纳入奖励物品中，对于“文明卫生家庭”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激发农民持续参与的动力。
[bookmark: _Toc56271726][bookmark: _Toc50549277]（四）明确垃圾管理权责，保障分类发挥长效
一方面建立全面权责机制。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多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划分村庄网格化，将各级主体纳入到垃圾分类立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包干、村委负责、农民参与”的层级化、网格化的管理模式，明晰各方行使的职权事项及其依据、运行流程、相应责任等，将责任落实到人。与此同时，明确长效责任追究机制，对地方负责人实行“终身追责”，对超越权力范围或不完全承担职权的单位和人员，依法追究责任，确保垃圾分类权责清单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另一方面开展定期监督巡查。一是成立专门的检查工作组，乡镇政府和农民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督查队，定期前往村庄和农户家中进行视察，根据垃圾分类规划和工作进程、配套设施等各方面进行具体量化考核打分，根据分数高低予以奖惩并做出相应的安排调整。二是充分发挥农民监督作用，建立线上线下双重监督模式，在线下可聘请村庄农民担任卫生监督员，负责日常监督，同时招聘专业人员开发线上反馈平台，让农民随时随地反映垃圾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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